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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关于翻译“可译性”的讨论，标志着由翻译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描写主义学风向支配翻译及翻译研究中的

理性逻各斯的转向。 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向意味着对翻译研究中所盛行的“理性惰性”和斥翻译研究为“派生而

非原生态”的观点的质疑。 我们将立足于语言存在论的现代阐释哲学、本雅明译论以及德立达对于本雅明之补充，
并从语言与物、语言间性以及“可译性”与“纯语言”之间的辨正关系入手，对翻译之“可能性”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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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历来蔓延于界定自身的众多“摹状词”之

中以及由“摹状词”标示出的经验层面①。 翻译研究

也就被“翻译”成了经验层面上的描写，从而使关于

翻译之翻译的整体研究迟迟未能进入人们视野之

中，亦即没有把翻译自身视为对象，翻译本身是沉默

的。 今天，译学界将翻译从“摹状词”中、从经验的

描述层面转向翻译之翻译，亦即转向翻译之“思辨”
上，从而开始了翻译研究中的“认识论转向”。 这一

认识论转向，是向翻译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描写主义

学风发起的一次突围，是对翻译研究中所盛行的

“理性惰性”和斥翻译研究为“派生而非原生态”的
观点的质疑。 本文立足于语言存在论的现代阐释哲

学、本雅明译论以及德立达对于本雅明之补充，并从

语言与物、语言间性以及“可译性”与“纯语言”之间

的辨正关系入手，来对翻译之“可能性”进行考察。
一　 语言存在论

传统语言哲学观，依据海德格尔之批判，可概括

为三大特征。 其一是将语言看作一种表达，而表达

之于对象（客体）的关系，犹如“得鱼忘筌”之“筌”

与“鱼”之间、“得意忘言”之“言”与“意”之间的关

系，即体用、主宾关系。 这种观点要么从外部表象解

说语言，要么将语言看作是心灵运动之有声表达。
所表达的“东西”，即“意指对象”或“意图”，不但可

以不将语言自身包括其中，更无法揭示出“语言在

说”的本源性存在。 其二是把人看作语言存在的保

证，人为语言之单向保驾护航，而没有看到事实上是

语言在“说”的过程中把人“带入存在中”，从而使人

成其为人［１］ （１１１９ 页）———即人在道说中把自己翻

译到物中，物也在道说中把自身保护在语言的本质

中。 其三是把语言看作外在东西的概念再现，即认

为语言是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人运用语言来指称

事实并将其抽象为普遍同一的逻辑概念 ［１］ （９８４

页）。 这三个特征亦可归纳为，语言是“非事实性、非
存在性、非生成性、给定性”的存在［２］。 它类似于农

人与镰刀之间的关系———农人收割了小麦，而弃镰

刀于麦田。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语言观只局限于

对“在场”的对象的言说，这就使世界或存在遮蔽于

概念逻辑、抽象同一中，从而遗忘了世界或存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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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坏了存在与语言的关系［１］（１１２９ 页）。
存在论语言观，则致力于消除语言与存在的遮

蔽疏离状态。 其思路是把语言视为“存在的语言”，
这个“的”有双重含义：首先，语言属于存在，语言起

于存在；其次，语言在自己的存在中被存在“要求”
着，也就是说，存在要求一切语言“以给出存在”的

方式出言，语言与存在同一，就像“思”与“在”同一

一样。 “语言是在的语言，一如云是天空的云” ［１］

（１１０３ 页）。 语言和存在如此“临身”着，以至于“哪
里无语言，哪里也就无在者的敞开” ［１］ （１０９９ 页）。
因此，“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是‘在’本身的又澄

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 ［１］ （１０７８ 页）。 伽达默尔说：
“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３］ （５７８ 页）梅格－庞
蒂说：“我们在言语的概念下发现了一种存在意义，
这种存在的意义不仅由言语表达，而且也寓于言语

中，与言语不可分离。”［４］（２４５ 页）

海德格尔把“存在的语言”视为一种非客观化、
非对象性的语言。 它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艺术或审

美。 艺术或美展示着一种 “诗性的道说” ［ ５］ （ ８１

页）。 在这种“道说”中，语言直接地与存在发生关

系：语言既是存在也是存在之表现。 亦如伽达默尔

所认为，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既是事物本身也是事

物本身的呈现，并把这种关系指认为“语言的思辨

结构”，即“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并不意味着语言

获取了第二种存在” ［６］（４３２ 页）。 事物显现自身的

途径正是它自己存在的一部分，诸如“隐”与“显”，
“遮蔽”与“出场”，“言”与“沉默”等。 因此，所有作

为语言的东西都是思辨的统一体，即包含了存在和

显现它自身途径的辨正统一体，亦即“隐”与“显”、
“遮蔽”与“敞开”、“言”与“不言”之间的“辨正统

一”。 存在和显现的途径之间有区别，但不是对立

的，因此也不是真正的区别。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

在语言中事物和它的表现（词）之间的区别已经被

扬弃，亦即一起则两起，一不起则两不起。 语言与世

界之间的关系，存在和显现的关系，是一叶之两面，
是舞与舞者。 因此，在语言中始终存在着说出的和

未被说出的。 语言中能被说出的始终是有限的，无
限的意义包含在未被说出的言语空间之中，正所谓

“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 ［７］ （２４４ 页）。
例如：对一个单独的语句而言，并不是仅仅指出了一

个原子事实，毋宁说对它的意义规定往往是模糊的。
在说出的语句背后是更为丰富的未被说出的沉默，

言说实际上意味着同时引人说出的和未说出的、未
说出的并不是指与此无关的，它是一个作为意义整

体的言说空间，在言说的空间中才可能有所言说。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所谓的“隐也者，文外

之重旨也”，并说：“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

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
［８］（２４４ 页）苏轼也有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

境。”［９］（《送参寥师》，卷 ２１）朱光潜对此总结道：“无
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

中。”［１０］（４８０ 页）马拉美以及解构大师德立达对此

更是有过颇为简明透彻的阐释。 德立达明确指出：
“阅读总是指向作者使用语言模式时他所掌握的与

未掌握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对此种关系作者并无

意识。 此种关系不是明与暗或强与弱的定量分布，
而是批判性阅读应该产生的一种意指结构。” ［１１］

（９４—１１９ 页）先贤们与时贤们的话不仅概括出艺术

之特质，也道出语言之“说出”与“未说出”之间的关

系———被说出的总是不可能脱离未被说出的，而
“语言的不可言说性（又）是通过语言来证明的”
［１２］。 可见，语言的思辨结构意味着在语言中说出

的话和未被说出的无限可能性的统一。
二　 词与物之“同一性”
海德格尔认为，“命名”召唤物，令物到来。 “在

命名中，获得命名的物被召唤入它们的物化中了”
［１３］（１１ 页）。 语言召唤物，物在命名中现身在场。
海德格尔把这种语言与物之间的关系称作“运作”
或是运动，彼此 “出于区分而达乎区分” ［１４］ （２５１

页）。
语言与物之间“出于区分而达乎区分”，揭示了

语言与物彼此成就对方，彼此依附于对方中，所以伽

达默尔解释道，彼此“恰恰不是真正的区别”［６］（４３２

页）。 如果说存在注定要把自己显现为语言，那么语

言相对于存在而言也就注定了其事件性。 这种辩证

的认知方法，显然也为本雅明所注意：“如果没有差

异性，一切存在均屈服于自然的力量” ［１５］ （３ 页）。
本雅明认为，物是语言所指的东西，但不是先于语言

而存在，不是外在于语言而存在，而在语言中。 世间

万物，无论有生命与否，没有不以某种方式参与语言

行为的。 “这就是说，物的‘精神本质’不是通过语

言，而是在语言中传达出来的；不是外在于语言、把
语言作为揭示自身的工具或手段，而是可交流的，本
身就是一种语言本质。 物本身就是语言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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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物之间既同一又区分着对方，不仅可以“变
乱”事物的浑然整体性，也能“摆脱疆界之限制”
［１５］（５ 页），从而不断蔓延到更大领域中去。 如此一

来，说语言是存在本身，无疑是针对其同一性而言；
说语言是存在之显现，则是针对差异性或区分而言。
语言与物之间的同一性，意指语言包含于物中，物也

包含于语言中。 物之敞开，离不开语言。 物一旦具

有语言性———即存在之显现，也必然遮蔽物之本身。
因此，语言既显现又遮蔽。 语言显现物之时，也同时

把物带入“语言中”，即物语言化；但这种“语言化”
并不是外在物，而是指物已经具有“语言性”的那部

分。
本雅明在阐述语言与物之关系时说道：“在语

言中，在其表达的字面意义上，物所传达的是：它们

的本原是神性的。 这个表明它们处在一个想要传
∙∙∙∙∙∙∙

达
∙

、渴望被听到
∙∙∙∙∙

、渴望被救赎的过程中
∙∙∙∙∙∙∙∙∙

。”［１５］（１０ 页）

“渴望被听到”与“渴望被救赎”是一个对“他者”或
“差异性”的渴望，本雅明把这种渴望溯源到本原或

神性那里，无疑避开了视语言为主观性的嫌疑。 那

么，物或本原或神性渴望被听到的是什么呢？ 按照

本雅明的意思，应该是它们身上精神的、已经是语言

性的那部分。 “已经是语言性的那部分”显然与本

雅明之“可译性”或“可传达性”具有互为表征的吻

合性［１５］（１０ 页）。 在《论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

明将“可译性”视为一个客观的形而上学范畴［１６］。
它不仅内涵于原文之中，亦逾越乎原文之外———它

要求脱离原文的语言而趋向纯语言。 其“逾越”力

量源于其内部，源于其“渴望被听到”或“神性的道

说”。 这种逾越“全靠自己而传达它的差异”［１５］（１０

页）。
可见，“可译性”，就其内在性而言，是物（原文、

客体对象或事件）自身要求着传达的欲望；就其外

在性而言，则意味着脱离或分裂，意味着“与那种既

定状态逆向的潮流的运动” ［１５］（９—１０ 页）。 这种既

定状态就是世界的表象，是那种拒绝命名的划不开

的浑圆整一，是原初的完整状态，其中，人与自然、上
帝、真理同在。 具有悖论性的是，这种浑圆整一却要

借助于自身的“可译性” “变乱”自身，从而走向差

异。 这样，“可译性”就具有了必然性，翻译之行为

也就具有必然性。
三　 “可译性”
语言越乎于自身，亦同时运作于物中，亦即语言

使物物化之时，使自身成为事件性，因此“经验性”
将是其重要特征———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语言

身上获得一种经验”［１５］（２５４ 页）。 这一特征于作品

中（或相对于译文之原作中）的体现则是：语言要求

于原作的，是将意义从物或语境中解放出来。 这里

的“解放”永远是相对于其对象而言，是对象自身的

要求，也是对语言之规定性。 这一规定性决定了语

言与物互为彼我的内蕴。 具体地说，在原作中，语言

与物、象征、内容、经验乃至神性发生关系———也即

本雅明视为“非本质的东西”［１６］（７１ 页）。 在本雅明

那里，相对于原作将意义从物中解放而出，译文或翻

译则是由语言将意义从语言中解放出来。 这也是

“翻译最了不起，也是唯一的功能”———即使它从

“负载着深邃的、不同的意义”的重荷中解脱出来

［１６］（８１ 页）。
要实现这个目的，并不单是译者一方的努力，而

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取决于原作的可译性” ［１６］

（８２ 页）。 “可译性”确保了语言与语言之间转换之

落实。 “可译性”是原作所固有的，但指向原作之

外，或者正待翻译的。 “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一

个本质特征”，也是原作中包含着支配翻译的法则。
按照本雅明的逻辑，“翻译是文学的一种样式，那
么，可译性必然是某些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 ［１６］

（７２ 页）。 文学作品需要翻译，正是由文学作品内在

的“可译性”所决定的和支配的。 亦正如阐释学理

论家伽达默尔告诉我们：“被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

一个本质部分。” ［１７］ （３９ 页） “可译性”以隐性的状

态等待着解蔽，等待着理解，等待着在“差异”中“延
异”自身，从而直接避免原文与译文之二分，作者与

译者之二分，以及读者与作者之二分，也即王宾所指

出：“本雅明的翻译观早已超出从而悬置了当代翻

译研究中所言‘可译 ／不可译’二分”［１８］。
同时，“可译性”也是艺术借以超越自我的手

段，也是超越自我的语言羁绊的手段，并因此与语言

的工具功能拉开了距离。 “可译性”之超越实用和

象征的功能，促使它超越言外意义的负担，以及这种

意义得以建立的结构———即趋向语言作为语言所制

造之差异，趋向完全在自然生活及其羁绊的彼岸的

事物。 它不注重语言意欲的对象（物、经验、神性），
而是注意其意愿的模式，不把重点放在原作意图所

意欲的目标上，而是着眼于作为语言的整体模式，着
眼于用自己的语言所确立的与原作言说模式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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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也就是 “把象征物变成被象征物” ［ １６］ （ ８０

页）———即语言本身成为被表现之对象，从而促使原

作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 因此可以说，“可译性”
传达的是内在于语言的内容———语言在言说。

这种脱离出自然状态的语言，被本雅明称为

“纯语言”或所谓“真理的语言”，而促使纯语言显示

之运作方式正是翻译———“这种对自然语言的非自

然化正是由翻译来完成的，是翻译的独特任务”［１５］

（１４—１６ 页）。
四　 纯语言与语言间性

本雅明说：“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

将纯语言从另外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

过再创造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１６］（８１ 页）这一论述之所以与传统译意 ／直译之争

有相当距离，其关键在于本雅明将重心放在语言上。
“解放”意味着赋予对象（语言）以自由，从而开启语

言自身的存在视域。 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即是语

言如何自我拥有———“只有当语言不再处于时间和

处境中时，语言才给出事物本身”［１５］（９９ 页）。 翻译

以一种语言面对另一种语言，所释放而出的，不是意

义或内容，而是语言本身或“纯语言”。 在翻译中，
译者能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释放而出，在本雅

明看来，是因为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 （ ｋｉｎ⁃
ｓｈｉｐ）———彼此间具有趋同性，相互关联，相互补充。
这种语言间“先在的”的姻缘关系“与所有历史事

件”无关［１６］（７４ 页），也与自然物象世界无关。 但翻

译却是通达两种语言或语言间亲密关系的路径。
翻译何以能抵达语言间之亲合性呢？ 首先，翻

译是与语言打交道的。 在翻译中，译者直接面对的，
不是语言背后之所指（历史与物象世界），不是与非

语言现象（即物象）打交道（这一点最直接体现于直

译论者对意译论者的指责中），他只能直接与语言

遭际，从而使蛰伏于语言载体上的物象被边缘化，语
言与自然之间的合一被暂时打破，译者的视野落实

在语言自身上，即落实于“以词的方式存在的言语

行为上”［１５］（９ 页），也就是作为语言存在的语言上，
以便成就一种更加显赫崇高的语言，如同皇袍加身，
而使身体获得高高在上的崇高感。 因此翻译中的语

言代表的是语言作为语言的权利，实在的语言，独立

于它可能传达的各种内容。
其次，“翻译不是要说这说那，不是要传达此内

容或彼内容，不是要交流如此负荷的意义，而是要重

新标明语言间的亲和性，展示其自身的可能性”［１５］

（６４ 页）。 翻译不必如原文生发时那样———“为情而

造文”或“为文而造情”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８］（２０６ 页）。 翻译直接面对的是词，是词与词之间

的较量，是词与词之间的优劣互补。 本雅明明确指

出，翻译者的基本因素是词，不是句子，不是句法表

达。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奇异的“意象”———句子是

“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 ［１５］（６５—８０ 页）。 翻

译者之任务则是撤除围墙后让阳光照射进入。 不管

是语中之意，还是语外之意，都要通过对语言形式的

破解而获得。 可见，语言“既是墙，又是桥”。
再次，原文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译文与内容之间

的关系，两者是不相同的。 原文与自然过程联系在

一起或因此具有自然状态之类似性；带有语言自然

化的特征；语言与自然彼此模仿，带着主体对自然的

记忆，具有语言与自然物象的双重性。 相反，翻译则

是直接相关于两种语言间性的，相关于原文中属于

语言的东西，是对原文之内容或外在物象的 “扬

弃”，如同生出来的树是对胚胎的扬弃，开出来的花

是对花蕾的扬弃，结出来的果实是对花的扬弃。 原

文的话语总是已经被分解于物象与内容之中，原文

中已经蕴涵了对语言与内容的分解。 翻译由于直接

触碰原文之语言，反而使阅读真正与语言发生关系。
由于卸掉了意义负担，译文也就在揭示原文不稳定

性、语言张力的不稳定性的同时，获得了自身自由

性。 比之于原文，纯语言也就更多地出现在译文之

中。 翻译不仅促使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

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从而实现两种语言间

的互补，避免每一种语言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

或病态。 它也因此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神圣的

语言成长。 也因此可以说，“翻译点燃了原作永恒

生命和语言不断更新之火”［１６］（７６ 页）。
最后，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互补并最终落实到两

种共同指向的“纯语言”这一目标上。 它们与“纯语

言”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花瓶”与“碎片”之间、整数

与个数之间的关系。 纯语言最终是翻译指涉的客

体，甚至是所有语言指涉的终结，因为它是每一种语

言的终极指涉客体。 据此，翻译似乎只能切近原文，
临近原文，但却不能复制原文，只能在运动中不稳定

性地朝着“终极点”运行。 也就因此像本雅明正确

比喻的那样：“就像一条切线只在一个点上轻轻与

一个圆相切，然后立即沿着根据忠实法则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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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路径在语言之流中前进”［１６］（８２ 页）。
由此看来，语言间性关系，以及殊途同归的“目

的性”，也必然暗示了德立达所坚持的作者对最后

译者（不是唯一译者）负有债务的看法。 如果译文

与原文之间的关系是补充关系的话，即译文补充了

原文，那么，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就是对称的，是同时

给予，同时索取，亦取亦给。 所以，德立达坚持认为，
翻译的债务关系不仅是相互的，而且在性质上是无

偿还能力的。 因为一旦文本进入原文与译文的结构

系列之中，就命定了彼此的依附性［１５］（４３、８３ 页）。
故此，我们可以这样来阐述翻译：第一，翻译是

原文之“种子”的生长，生长意味着原文在初始时就

不是没有缺点，就不是完整的，不是与自身同一的。
它必然在生长着的运动形式中呈现出不稳定性，必
然要在空间上补充自身，完善自身———也即梅洛⁃庞
蒂所说的“任何言语都试图从其他言语中得到自己

的意义”［１９］（９８ 页）。 第二，可译性内在于原文，是
原文之本质特征，并朝向外在于原文之诉求，则说明

原文之于译者的债务是本源性的。 同时，既然原文

之被翻译是必然要求，那么，译者之于原文的债务也

就是本原性的———原文必然在翻译中生长，翻译是

译者的“债务”。 第三，既然原文与译文互为补充互

为完成对方，也就意味着各自会为一个共同的“东
西”而贡献着自己，这个“共同的东西”介于原文与

译文各自相交的边缘，它被“纯语言”所钳制着。 原

文与译文两者既是二元之分，又彼此委身于对方，并
胶合于“纯语言”这个合和之中。

五　 结语：走向翻译之“可能性”的哲学思考

文本之存在，如何被差异所延异着、被翻译着，
又是什么在维护着这种差异呢———可译性———确保

可译性之条件是“纯语言”。 这是一条堕落与救赎

之道，就如同一个家族通过世代延续，下一代如何与

他们的先人保持着联系一样，这一联系类似于 ＤＮＡ
或是“遗传信息”。 亚里斯多德之“第一精神”，柏拉

图之理念，黑格尔之“绝对精神”，赫拉克利特之“万
物无不依从 ｌｏｇｏｓ 而生长” ［７］（１１９ 页），以及胡塞尔

在谈到“先验的主体性是主体间性”时采用的形而

上学的目的论用语———如“单子”、“隐德来希”和

“目的论”等，无不与本雅明之“纯语言”联系在一

起。 同样，在翻译中，在语言与语言之关系上，本雅

明所含蓄表达的，也是“存在”何以言说自身和被言

说的问题。 换言之，存在和语言不是完全同一的，但
又不是完全分离的；存在的意义与作为词和概念的

“存在”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那个意义决不是外

在于语言和词语的，因此，即便不与某个特定的词或

语言系统相关，也必定与普遍的词语或语言系统相

关。 正是由于“存在”作为超验范畴的出现，才使思

想与语言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正如陈永国所说：
“真正的翻译追求的是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纯
粹语言、精神本质、神圣文本、真理的语言都蕴涵在

这种互补性和普遍性之中。 但是，这种互补并不是

一般的互补，而是一种象征性互补，它象征着语言间

的一种亲缘性或亲和性，显露出每种语言都蕴涵着

一种只能依靠整体的合作才能表达的意图。”［１２］也

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所有超历史的语言之间的亲属

关系存在于每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图（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中———然而，这种意图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

过其自身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一切互补的

意图的总体来实现，这种总体意图即是：纯语言”
［１６］（６７ 页）。

注释：
①美国语言哲学家索尔认为，摹状词或描述语言是“非严格的指示词”，“实质上是一些缩略的或伪装的确定摹状词”，它以对

象身上发生的任何偶然事件或过程为转移，它能指出事物对象的特征，并反过来把这些特征归属于对象，它“把个体概念之

间的偶然吻合与个体之间的同一性混淆”（索尔《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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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ｒｒｉｄ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ｗｏｒｄ⁃ａｎｄ⁃ｔｈ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ｕ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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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文坤　 论本雅明的“可译性”及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


